
瑞典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困境
*

———果与因

〔瑞典〕别雍·古斯塔夫森 著 廖 旸 译

内容提要 本文按移民来源国阐述了瑞典移民的人口状况，之后概述了出生于国外

的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的就业情况。一代和二代移民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的人要低。在中

低收入国家出生的人的就业率格外低———这些人通常从外在特征、名字和语言能力等方

面很容易与本地人区分开来。看起来是若干具有内在关联的因素造成了这一局面。本文

探讨的原因集中于移民特征、申请工作者被录用的过程、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相对高的最低

工资，以及立法及其贯彻实施等方面。外来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艰难带来了各种后果。
其中包括其享有社会救济和伤残养老金的人员比例比本土瑞典人要高，以及公共部门预

算的压力持续增长。另外，本地人与很多移民群体之间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存在差距。移

民就业的劣势也导致大量移民及其子女居住在弱势社区，居住地被隔离产生的困扰与问

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影响。

一、导 言

本文讨论的是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处境，就整体而言他们未能拥有和本土出生的人相同

的就业机会。对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从外表、姓名和语言能力上很容易将他

们与当地人区分开来。就业上的弱势并不限于第一代移民，也出现在瑞典出生的移民子女身上。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研究的内容之一是瑞典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所产生的

若干后果，此外还包括了他们相对于当地瑞典人获得社会救济、伤残养老金的人员比例更多和公共

部门相关预算压力持续增长的原因分析。据报道，尽管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瑞典移民与当地瑞典

人都处于高收入阶层，但本地瑞典人与外来移民群体在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上的确存在

差距。瑞典移民因就业劣势还导致其子女居住在条件差的社区，这些居住地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及

被隔离的状况会给瑞典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审视文献，探讨可以解释瑞典移民就业困境的各种理由。一些研究关注移民的居

住的时长，受教育程度，语言技能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特征。还有些解释可能涉及如何接触到找工

作的网络。其他种种解释关心的是对国外出生的劳动力的需求状况。调查研究表明，雇主在筛选

求职申请时会留意应聘者的名字。研究还发现，换一个听起来是当地人的名字对移民来说是有利

的。还有一种解释与如下事实有关: 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因此雇用移民的做法没有吸引力。
另外，不够成功的政策或政策不能贯彻实施也导致了大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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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策，一般的或者是专门针对移民的，可能有助于改善一些移民的就业形势。
本文在其后部分的结构是: 展示背景材料，按来源国给出移民的人数; 报告瑞典移民的就业形

势; 讨论其后果; 讨论产生其后果可能的原因并最后予以总结。由于关于瑞典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

文献相对较多，本文不打算列出所有相关论述，只选择部分列示于文末。

二、瑞典移民人口及其来源国分布

瑞典成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出生于国外的瑞典移民数

量极少。但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为躲避战乱而到瑞典的移民数量不断扩大。1950
年，外国出生的瑞典移民只占总人口的 1． 8% ; 这一比例在 1980 年达到了 7． 5%。2011 年末，瑞典

拥有了 142． 7 万外国出生的移民，占 948． 3 万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5． 1%。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

外国出生移民( 第一代移民) 人口数量与德国相当，稍高于美国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①

然而，公众口中的“移民”( immigrant) 一词并不单单指在国外出生的人。瑞典统计局( Statistics
Sweden) 2010 年报告称，2008 年每四个瑞典人中就有一个具有国外背景。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在国

外出生的人，还包括在瑞典出生、但双亲在国外出生( 占总人口的 4% ) 或父母中有一方在国外出生

( 占总人口的 7% ) 的情形。大量国外出生的人及其子女取得瑞典公民身份。到 2011 年底，瑞典总

人口中有 65． 5 万外国公民，占 6． 7%。
表 1 瑞典第一代移民与双亲来自同一国家的第二代移民数量

出生国 本人 双亲 出生国 本人 双亲

芬兰 166723 63 701 索马里 40 165 12 398

伊拉克 125 469 35 213 泰国 33 613 747

波兰 72 865 10 779 智利 28 385 7 915

南斯拉夫 70 050 29 189 中国 25 652 2 069

伊朗 63 828 14 497 黎巴嫩 24 394 14 867

波黑 56 290 13 125 叙利亚 22 357 9 058

德国 48 442 5 713 英国 21 883 685

丹麦 44 951 6 836 罗马尼亚 21 016 2 529

土耳其 43 909 25 443 印度 18 622 2 197

挪威 43 058 3 565 美国 17 755 132

表中列示 20 个主要来源国，截止至 2012 年 1 月 1 日。数据来源: 瑞典统计局。

利用 2012 年 1 月的相关信息，表 1 列举了瑞典移民的 20 个最大输出国的名称与在相应国家

出生、迁来瑞典的人口数量。国家按照输出人口的数量排序。表中还包括出生在瑞典、但父母双方

都在那些国家出生的人口数量。这两列数字的排序有所不同，自身出生于某国度者与双亲来自该

国度者的多寡并无直接关系。从表中还可看到这些国家与瑞典或远或近，地理距离变化很大。
表 1 还证实了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

芬兰作为瑞典移民最大的输出国，大多数来自芬兰的移民已在瑞典居住了很长时间。而且，表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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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标明父母一方出生于芬兰、另一方出生在瑞典的 17． 9 万第二代移民。这意味着多达 35 万瑞典

居民本人或其先辈来自芬兰。另两个北欧大国———丹麦和挪威———在瑞典的外国出生居民的来源

国中排名第八和第九。这些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或者家庭原因而来。他们经常找个在

瑞典出生的配偶，因此他们的子女在表 1 中体现不出来。
另一组输出大国是欧盟( European Union) 的老成员国，瑞典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其

中一员，目前在欧盟成员国间人口流动鲜有限制。这一组输出国包括德国( 排名第七) 和英国( 排

名第十七) 。这些移民因劳动力市场或家庭原因而迁来。来自美国( 排名第二十) 的移民亦是如

此。与来自北欧国家的移民类似，这些西方移民经常与瑞典出生的本地人结婚，所以他们的子女作

为第二代移民并没有在表 1 中列出。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移民数量也很大。20 世纪 70 年代，大

量务工的移民来自南斯拉夫( 排名第三) 以及在瑞典之后才加入欧盟的波兰( 排名第四) 和罗马尼

亚( 排名第十八) 。
近来，伊拉克已成为瑞典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2000 年至今，其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超出了

一倍。大部分伊拉克移民是以难民身份进入瑞典的，其原因是出于瑞典政府的人道主义; 另外还有

一部分是投奔其在瑞典生活的亲属。20 世纪 80 年代来自伊朗的移民和 20 世纪 90 年代来自波黑

的移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表 1 中，伊朗和波黑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情况相同的还有索马里、智
利、黎巴嫩和叙利亚，只是这些国家的移民数量不多。表 1 还显示，土耳其排名第九，泰国第十。中

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则分别排名第十四和第十九。
要注意的是，瑞典最近的移民当中很可观的一部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并非以劳动力移民身份

进入。从国家人口规模角度考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罕有其他富裕国家像瑞典这样接纳了如此众

多寻求庇护的人及其亲属。近来的移民中有相当比例为穆斯林，单凭长相以及名字就可以把很多

人与主体人群区分开来。移民人口要比本土人年轻。在都市地区和大城市，国外出生者的比例要

高于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三、瑞典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简单的图景

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处境如何? 众所周知，出生在国外、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到来的很

多移民找工作相对容易。外国出生与本国出生的男性在就业率方面大致相当。在这个时期本土出

生的女性当家庭主妇的并不少见，因此事实上移民女性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的女性还要高。但这

已成历史。瑞典本土出生的妇女的就业率已经提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几乎和男性持平。而

且，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发生的就业危机当中外国出生男性和女性的就业

率大幅下滑，程度比本地人更甚。其后果是出生于外国与本国的人在就业率方面的差距扩大了。
自那以后，国外出生者在就业方面的劣势就成为瑞典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巨大挑战，并引起了公众的

广泛注意。下页表 2 显示了 2008 年的情形，当时出生在国外与国内者在就业方面的差距为女性高

达 26%、男性高达 24%。
尽管国外出生者低就业带来的挑战在很多( 但并非全部) 西方国家都有发生，但瑞典出生于本

国与外国的人群在就业率方面的差距堪称悬殊，无疑是其中差距最大的。① 因此，对很多在国外出

生的人来说，要在瑞典找到第一份工作并保住这份工作是件难事。表 2 的低就业率就展示了这一

点，同时国外出生者的失业率也比本土出生者更高。还有一个情况是，国外出生者在瑞典的就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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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受商业周期的影响要比本地人大。这可以理解，因为新来的外国出生人口和毕业生一起进入

劳动力市场，那些寻找自己第一份工作的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另外，当雇主要解雇工人时，经常

是那些刚聘用的员工———新移民和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市场。
表 2 20—64 岁瑞典居民按性别与移民状况计算的就业率( % )

出生国 女性 男性

20 — 64 岁年龄段

瑞典

双亲生于瑞典 83 86
父母一方生于瑞典( 另一方出生于国外) 82 83

双亲生于国外 79 80
外国 57 62

20 — 34 岁年龄段

瑞典

双亲生于瑞典 85 87
父母一方生于瑞典( 另一方出生于国外) 79 80

双亲生于国外 74 75
外国 49 58

数据来源: 瑞典统计局。

我们必须认识到，外国出生者在就业可能性方面有很大差别。总的来说，移民的年份越长，就

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面的很多原因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再者，来源国与就业可能性也有

很大关系。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的就业率通常总是比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更高。从外貌、姓
名、经常还有语言能力方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们与主体人口区分开来。这

意味着来自富裕国家、在瑞典居住了几十年的人就业的可能性与年龄相当的本地人相仿。这也意

味着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刚来瑞典的人的就业可能性就相当低了。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新来瑞典的移民何以受聘的可能性偏低，对此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他们忙

于参加公共部门组织并资助的各种各样的方案，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融入当地。例如，有学习瑞典语

的方案。在瑞典，大部分职位都必须拥有用瑞典语交流的能力，但出生和生活在瑞典之外的人极少

能够用瑞典语交谈或书写。不过，即便在瑞典居住数年之后，中低收入国家出生者受雇的机会还是

相对偏低。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更是如此。
双亲都出生在国外、自己出生在瑞典的人，他们的就业形势如何呢? 表 2 表明，如果我们比较

不同年龄的人，他们与主体人群无甚差别。然而，如果我们集中关注作为新移民子女的年轻人，就

有差别了。2008 年，自己出生在瑞典、双亲是本地人与双亲出生在外国的青年男女在就业方面的差

距分别是 12%和 11%。因此瑞典移民的就业问题不仅限于第一代，也出现在他们的成年子女身上。

四、移民未能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后果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在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时的劣势造成了很多后果，在这一部分我们

将讨论其中最严重者。首先，由于没有得到高薪聘用，移民比本地人更频繁地转向一些公共部门提

供的收入方案( income program) 。这里有两个方案关系最紧密: 社会救助( 相当于中国的“低保”)

和伤残抚恤金( disability pension) 。要知道大多数瑞典福利计划的核心特征是人们要有工作才有

资格领取，而且受益水平与工作者过去的收入挂钩，这很重要。结果就是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能指望

获得与当地人相等水平的疾病津贴( sickness benefits) 。同样，新移民因失业而遭受的收入损失也

不会和中年本地人一样，由失业救济予以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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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新来的移民无工作，因此也没有资格申领失业救济。另外，他们也没有资产或金融资本，

因此很多人申请并领取社会救济，这是公共部门最后的收入保障网络。2011 年度的统计信息表

明，本土出生的成年人中只有 2% 当年至少一次领过社会救济，而在外国出生者中相应的比例为

11%———是前者 5 倍之多。在瑞典，领取社会救济的比例在年轻人里相对较高，年长者里则低，后

者几乎都能领取养老金。可以注意到，身为国外出生的年轻人就意味着领取社会救济的可能性较

高: 出生在国外、年龄在 18—19 岁间的人当中这个比例是 34%，而本土出生的同龄人中这个比例

不超过 5%。外国出生者当中领取救济的人比例高，这一现象表明，尽管他们在瑞典人口中不超过

15%，却是领取救济的主体人群。
国外出生者在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人群中所占比例也偏大———由于身体的原因，这些处于适合

工作年龄段的人被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评定为不能胜任工作。在新移民中领取伤残抚恤金的比例非

常低，但随着移民时间的增长，比例在逐渐提高。在来自希腊、前南斯拉夫、土耳其和芬兰的移民中

这个比例看起来特别高，很多工作移民都来自这些国家。对此还没有很好的解释，但可以指出，一

些移民群体的就业问题不限于迁入新国度后的最初几年。
表 3 瑞典出生于国内与主要输出国者 2010 年家庭收入对照表

平均收入

瑞典克朗 /人口当量

在全国最好的 5% 中

所占的百分比

收入较中值低 40% 者在

同类居民中所占百分比

英国 246 742 7． 9 15
本土出生 245 680 5． 4 3

芬兰 221 517 3． 8 5
德国 213 448 5． 3 15

匈牙利 209 189 4． 4 12
罗马尼亚 207 969 5． 7 19

挪威 204 127 4． 8 16
印度 188 436 3． 0 17
丹麦 184 694 5． 0 26
智利 182 802 1． 2 9
波兰 180 757 3． 2 19

南斯拉夫 178 181 0． 8 9
俄罗斯 169 897 2． 4 18

伊朗 166 295 1． 8 19
中国 162 860 3． 6 33
泰国 153 154 1． 0 23

土耳其 147 698 0． 8 19
黎巴嫩 140 968 0． 6 21
叙利亚 127 868 0． 4 26
伊拉克 124 495 0． 3 21
索马里 107 785 0 30

数据来源: 奥斯特贝格( T． sterberg) 根据瑞典统计局提供的有关瑞典所有居民的文件计算。其中未获取
生在波黑或美国者的数据。

大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二个后果是，它对瑞典公共部门的预算有负面影

响。大多数移民是在完成教育之后来到东道国的。在移入的时，大多数人能够多年从事市场上的

工作。在参与了正式的经济活动后，移民要纳税、缴纳社会保险，作为消费者他们还要为商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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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付税款。作为工薪阶层，新移民不需要大量的社会保险收益，而且正当工作年龄段时他们能利

用的社会和医疗服务是有限的。因此，新移民有很大的潜能通过公共预算让当地人口更富裕。不

过，如果移民找不到工作，情况就可能逆转直下，如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的那样。结果，本地人

有理由持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局面。
不过，如果移民人口把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当地出生的人相比，他们对现状不大满意倒也情有可

原。虽然有些政府转移( government transfers) 缩小了工作收入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仍存在差别。
表 3( 上页) 在第二列当中反映了 2010 年国内出生的人与来自移民的主要来源国的每人口当量平

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信息。表中用的是整个瑞典人口的在册信息，而非抽样信息。可支配收入可

以通过薪水、自主创业的收入、政府转移( 退休金、失业补贴、疾病津贴、社会救济等) 的总和减去所

得税计算出来。第三列反映的是属于这个国家最富有的 5% 这类人的数量。第四列反映的是居住

在瑞典的人口中可支配收入比中等收入阶层低 40%的那类人的比例。这是深度贫困的一个标志，

本土出生的人当中只有 3%属于这种低收入家庭。
基于表 3 可以观察到如下现象。首先，我们看到在提到的 19 个来源国中，平均收入和本土出

生者类似的只有一例，即英国。其他所有例子的平均收入都要低，有时低很多。最极端的是出生在

索马里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只有本土出生者的 43%。表的末尾我们还看到出生在黎巴嫩、叙利

亚和伊拉克的人。来自这四个国家的移民的特点是作为避难者或者是避难者的亲属准入。很多人

刚刚来，或者来了不久，大多数是穆斯林，名字和外貌都与人口的主体不同。
出生在本地还是外国的差异在最后一列表现得最为显著，它表示的是人们处于深度贫困的发

生率，而国外各地出生的人的比例都更高———有时比例高达本土出生者的 10—11 倍。形成对照的

是，就最富有阶层而言，出生在本地者与外国者的差距并不大，因为有些国家来的人表现得与本土

出生者相似。出生在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挪威和丹麦的人就是如此。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不能成功找到全职工作的移民的高比例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低购买力，

并导致他们中很多人及其抚养的子女居住在大城市中条件差的社区。这种空间上的集中性经常被

视为潜藏着危机: 人力资源低发展水平; 得不到主体人群所获得的优待。居住区的隔离，特别是在

族群层面上，可能造成社会紧张不安的氛围。因此不出意外地，近些年来瑞典已在贫苦的社区引进

旨在改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

五、如何理解大量移民未能融入瑞典劳动力市场

为何大量移民在瑞典劳动力市场上处境不佳? 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个可关注的视角是移民的多样性。来自很多国家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迁入的时长是移民在劳

动力市场上待遇如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新移民而言，总是需要时间来被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

所消化，这有若干理由，例如，需要积累对东道国特定方面的了解、伴随时间的增长来获得工作的机

会。同样常见的是，在东道国中对其语言的掌握也伴随时间的流逝而提高。
用移民特征来做解释包括一些明显的因素: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一些流入瑞典的

移民的特征是受教育水平低，不过并非全部。再者，某人在一国受到的教育不一定能够轻易地转换

到另一国。数量可观的难民和其他移民身体状况不好，这使他们不那么称职。还有一些因素与移

民的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有关。大量工作机会是通过信息渠道获取的，显然移民们不像本地人

那样消息灵通。
从移民特征着眼可建议一些改善员工处境的措施，要提高他 /她胜任工作的能力。瑞典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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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引进并资助了很多这样的计划，公共部门在一定范围内也组织这样的计划———例如，通过瑞典语

课堂课程提高语言技能的计划，关于瑞典社会如何运转的课程等。还有的课程是要给那些只受过

简单教育的移民进行普及教育。
调查研究成果表明，关注移民特质和接触网络的程度能够解释移民群体在处境待遇方面为何

有这么大的不同。还有，这些缘由不能将完整的内情和盘托出，我们必须再去寻找其他方面。由此

调查研究把聚光灯转向录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雇主方。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负责雇用员工的

人更倾向于雇用同族群的人。在招聘部门的所有职员当中，本地人占到了压倒性的多数。到目前

为止，大量调查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雇主会根据名字区别对待应聘者。那些简历上写着异

域名字的应聘者即便有竞争力，但与本地名字的应聘者相比，他们被叫进去面试的机会要小很多。
有异域名字的人改成本地名字后，收入就会大大改善，这一点可以从调查材料中得到支持。

为什么在招聘过程中决定人选时，一个名字会如此重要? 潜在的雇主可能只是不青睐外国员

工，由此表现出不公平的倾向。然而，不公平也在统计数字上体现出来; 由于各种原因，雇主对有特

殊背景的人的创造性的期待值，平均来说要比本土人低。举个例子，总体来说他们不可能期待国外

出生者对瑞典特定的机构和文化规范有同样的了解，在语言方面有同等的竞争力。
既然录用时决定权在雇主一方，由此瑞典政府出台了多种旨在帮助更多的移民获得工作机会

的政策措施。并就此引入了立法，希望让国籍、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上的歧视被视为违法。可是这

些法律法规往往难于执行实施。雇主可以辩解说，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实际上一个求职者

出生在外国并非权衡录用与否时的决定性因素。也有人建议为移民施行工资成本补贴，办法是降

低雇用移民的雇主的社会保险缴款。
解释来到瑞典的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的第三种观点，关注的是决定工资的机制。

一致的意见是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这样就降低了对一些人的需求，比如那些不擅长瑞典语的

人。人们可能会辩称，假设有大量低收入工作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移民就业挣工资。把这提出来

作为政策提案存在一个问题，即工会的目标是减少工资的差别，与之恰恰相反。因此瑞典似乎站在

两种选择中间，而两种选择都不能令人满意: 是增加移民的就业率、从而接受拉大收入差距，还是接

受移民的低就业率、与此同时坚持减少工资不公平现象的目标。
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外出生者及其子女选择零售业、餐馆或开出租车

等自营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按时计算的工资较低，但通过工作更长的时间，移民可以合理地

提高生活水平。
了解瑞典移民中有很多类人就业都低这一现象，第四个观点聚焦福利国家的举措和公共政策。

因此焦点转移到政策制定者及其决策。一个经典的问题是累进所得税制，与之相应的是收入低税

也就低，跟不存在这种制度的情形相比，有一份工作并不会带来足够高的回报。这一点重要吗? 人

们能说的是它如此遏制积极性，会给父母们带来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很多子女的话，因为

政策的导向是支持有子女的家庭。想想一个母亲生育四个孩子的情形，如果她要从依赖社会救济

为生转向到市场谋工作，计算下她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会有什么变化吧。在新形势下她得不到社会

救济金和与收入关联的住房补贴( income － tested housing benefits) ，还必须缴纳所得税和( 如果适

用) 家庭外抚养儿童的各种费用以及交通成本。因此新形势可能不会使可支配收入发生足够的改

观。让工作能增加报酬成为 2006 年选举后执政的现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所得税制度方面

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然而，改革也意味着工作与不工作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人们还会说，其他一些政策或者政策的贯彻落实对移民就业而言不如其他选择那样有积极作

用。例如，移民们接触到公共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广泛。让新移民融入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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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计划可以更有针对性。还有一项不成功的政策，即把新移民安置在瑞典全境，包括那些劳动

力市场不兴旺的地区。而且，给移民教授瑞典语的计划也经常因为不够有效而遭批评。
最后则是准入政策的问题。在基本的层面上，人们可以说很多移民群体与本地人在就业和收

入方面存在鸿沟这一局面要归咎于准入政策，因此也就要由政治家们来负责。欧盟和挪威之外的

国家的人们哪些可以移民，其指导方针正是政治家们来决定的。不同意现有准入政策的人选出来

的政治家可能会选择更严格的政策。从上次议会选举以来，在瑞典议会中有一个党获得了若干席

位，它主张大量削减移民准入。该党还主张采取措施鼓励已经接纳的外国公民迁出。在目前形势

下，现政府和反对党并没有采纳这类政策方面的改变。

六、结 语

本文已展示了几类出生在国外、移民到瑞典的人，他们未能很好地融入瑞典社会，因为他们工

作的前景不如本地人广阔。不过，就业问题集中在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身上，他们的外在形象

和姓名都与主流有明显的区别。就业问题不止出现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也波及他们的子女。这种

状态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互相关联。
我们依据调查研究认为，瑞典移民就业率低的一些原因与移民的特征有关: 定居的时间、教育

程度、语言技能和健康情况。还有一些可能的理由，关系到找工作时如何连接到网络。作为这些的

补充，还有的理由集中在对国外出生的劳动力的需求方面。调查研究显示，雇主方在筛选求职申请

时要考虑求职者的名字，移民换一个听起来本地化的名字是划得来的。再有一种类型的理由基于

这样的事实，即瑞典的最低工资相对较高，因此一些移民没有被吸引去就业。最后，大量移民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可能是不好的政策或者政策执行不到位导致的。其他一般的或针对移民的

政策，对一些移民来说会导向更好的就业局势。
我们已讨论了劳动力市场疲势的一些后果。在领取社会救济和伤残抚恤金的人当中，移民占

的比例过高。由于平均来说移民不能和当地人同等就业，他们虽然公共转移支付相对较高，但不会

缴那么多税。因此大量移民的低就业关系到公共部门预算。劳动力市场疲软也意味着大量移民群

体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较低、更可能被视为穷人。然而，我们也看到来自某些西方国家的一些移民和

本地人同样有机会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最后，一些类别的移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这导致他们集中

在条件差的居住区，出现了居住地隔离的问题，该问题与族群的关系十分紧密，会带来影响持久的

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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